新证券法投保制度系列谈之代表人诉讼

退出制代表人诉讼应兼顾诉讼效率与诉讼权利的保护

投保基金公司法律部助理总监 孙彩霞
新证券法确立了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借鉴“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集团诉讼制度内核，对我国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和公益诉讼等制度进行融合创新，在法律层面对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诉讼代表人赋权，并由其为全体适格权利人进行登记的方式，实现退出制的法律效果。但新证券法仅对投资者保护机构诉讼地位等作出原则性规定，实践层面尚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证券代表人诉讼配套制度，应当以追求诉讼效率与诉讼公正的最佳结合为原则，平衡好优化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与保障诉讼权利的关系，对前置程序、证据的提交、代表人诉讼权利及当事人退出权等实践中的重点问题予以细化。

一、优化当事人诉讼参与程序

一直以来，前置程序在一定程度影响着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的进程，影响着投资者的顺畅维权，其存废问题也备受争议。立案登记制实施后，多数法院已在无行政处罚前置条件下受理证券虚假陈述诉讼案件。笔者认为，随着证券诉讼审判经验的不断积累，同时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代表人具有专业优势，加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数据支持，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以往举证难的问题，退出制代表人诉讼应按照立案登记制原则，从便利投资者维权的角度，不以行政处罚为前置条件。

根据规定投资者起诉需提交身份证明文件、交易凭证等证据材料。而默示加入背景下，大规模的投资者提交证据材料无疑会影响诉讼效率，也不经济。笔者赞同从优化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和集约化处理案件的角度考虑，对证据材料的提交予以放宽。原因在于退出制代表人诉讼一旦启动，未声明退出的全部符合条件的投资者都将被纳入到诉讼中，作为适格原告，其身份信息及交易信息等已经过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投资者保护机构核实确认，这些信息无疑更具公正性、权威性。

二、兼顾诉讼效率与当事人退出权

诉讼代表人能否享有特别授权是保障诉讼效率的关键。现行民事诉讼法赋予诉讼代表人享有的只是一般的程序权利，要取得实体处分权必须经登记的全体被代表人特别授权，这难避会产生诉讼效率低下的问题。在退出制背景下，取得所有成员的特别授权，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有观点认为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公益性的诉讼代表人，不应完全以我国程序法的规则和原理加以理解，可直接推定其享有特别授权。近期，上海金融法院发布的《上海金融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的规定（试行）》即规定，投资者在权利登记时应当明确表示对代表人的特别授权，不同意的可另行起诉。上述做法无疑将对退出制代表人权限的明确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如何保障“默示加入”投资者的退出权，是增强集团成员对诉讼权利的掌控力的重点。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当充分保障全体权利人对诉讼的知情权，以适当的方式对诉讼的重要事项进行通知与公告，包括已登记的全体权利人的通知、诉讼请求的确定、放弃和变更、和解、调解等。参考美国、韩国集团诉讼，可根据实际情况给集团成员切合实际的最佳通知，包括对经合理努力能够确定的成员的个别通知，通知公告的内容、方式等应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有所差异。另一方面应赋予集团成员“二次退出权”，撤诉、和解、调解都必须经过法院审查。“二次退出权”的设计对于代表人行使特别授权，尤其是在部分投资者因涉诉金额较大不同意和解、调解方案时申请退出，有效保障其另行诉讼的权利，实现诉讼效率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平衡。

总之，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探索研究，笔者相信中国特色集体诉讼的配套制度机制落地将指日可待。
